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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論文 § 

日治中期士紳與知識分子 

對司法從業者的觀感 

 涂 欣 凱
 

提 要 

本文欲用日治時期的報章雜誌為基礎，觀察當時代臺灣

士紳與知識份子是怎麼運用與看待當時由日本統治者引進的

近代西方司法制度與從業者。觀察臺灣人（由於資料限制，

以士紳與知識份子為代表）在面對全新的近代西方司法制度

時發生什麼樣的狀況與問題，以及他們對於這些司法從業者

（檢察官、辯護士、司法通譯）的觀感為何。進而理解日本

殖民者帶來的近代司法制度在殖民地臺灣運作上和日本內地

與理想上和現實上的差異。 

 

 

 

 
 

關鍵詞：日治時期 檢察官 辯護士 通譯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B01 級學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

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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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日治時期臺灣人對檢察官的觀感 

二、日治時期臺灣人對辯護士（律師）的觀感 

三、服務於司法體系的通譯 

結 語 

前 言 

臺灣的近代法律制度體系是從日治時期被日本殖民者引

入，臺灣人對此體制相當陌生，但也逐漸理解並運用之，以保

護自身的權益。本文想討論臺灣人對通譯、辯護士（弁護

士）、檢察官的觀感。臺灣人面對司法體系時，首先接觸的是

通譯，辯護士則是以協力者的身分，為臺人提供法律專業知

識，檢察官則是在刑事案件偵辦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透

過討論這三種角色，進而觀察臺灣人對於日本殖民政府近代司

法體系的態度與應對。 

本文探討的時間範圍設定在 1920 年代到中日戰爭爆發期

間。在這段時間內，臺灣社會除經濟逐步發展和受到大正民主

思潮的影響外，臺人對於司法制度的運用也逐漸熟稔。另一方

面，在報紙雜誌上對於各項議題的討論也增加，而這些議題包

含對司法制度和從業人員的討論與報導。相對於此時期，日治

初期由於統治基礎尚未穩定，近代法律制度剛被引入臺灣，臺

人並不熟悉這個制度；後期由於戰爭影響，人們運用司法制度

尋求對自身權益保障的管道逐漸受到政府限制，因而捨棄前後

兩個時段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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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運用的史料為當時的報紙，像是《臺灣民報》、

《臺灣日日新報》，和以司法從業者為主要閱讀者的《臺法月

報》；也會使用《灌園先生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

《黃旺成先生日記》等臺灣傳統仕紳與受近代教育的知識分子

留下的日記，其中的內容有提及個人運用近代法律制度時對於

司法從業者的觀感。這些材料的限制在於，它們反映的是知識

分子的態度，或是有一定資產、得以利用司法制度者的立場，

並不能完全反映所有臺灣人的觀感。 

前人研究的部分，首先回顧總督府建立的近代司法體系。

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王泰升的《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與

《台灣法律史概論》。1這兩本著作討論日治時期的司法制度和

司法官員的任免制度，重心放在制度組成及其原因，以及臺灣

與日本國內施行的司法制度差異。王泰升的另一本著作《去法

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2討論臺灣人司法觀念

受到殖民者引進的西方近代司法制度影響而發生轉變，與本文

要討論的臺人對司法從業人員的觀感有類似之處，但取徑不

同。《去法院相告》一書以量化研究的方式，統整大量資料得

出結論，本文欲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作為互補。 

在辯護士和通譯的討論上，曾文亮〈殖民地臺灣的辯護士

社群與法律職業主義〉討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引進的辯護士制

                                                

1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

司，2014）；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臺北：元照出版公司，

2001）。 

2 王泰升，《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臺北：臺大出

版中心，2017）。 



 

82 涂 欣 凱 史繹 第四十期 

度。3此外，曾文亮與王泰升合著的《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

史》，對於日治時期臺北辯護士會的發展、成員來源與互動有

相當詳細的描述，可以藉此觀察當時辯護士社群的發展。4許雪

姬的〈日治時期台灣的通譯〉介紹通譯的培育和其在政府機關

的任職，但該文並未述及輿論對臺籍通譯的批判。5以上研究對

於辯護士與通譯在制度層面及教育培養上有相當多的討論，較

少提及辯護士與通譯如何行使職責，以及他們與客戶往來的情

形。也就是說，前人的研究著重政府是如何塑造其理想的辯護

士與通譯，較少關注一般民眾與辯護士、通譯的互動，及其過

程中的觀感。 

另外，吳俊瑩的《臺灣代書的歷史考察》，討論的對象為

代書。該書第三章〈代書與人民法律生活〉，同樣利用大量報

紙資料建構當時臺灣人如何認識與運用代書制度。6其研究方法

和論述安排值得筆者借鏡。 

由於本文多利用瀧口民三檢察官收賄事件作為例證，故在

此先行介紹此案件。昭和五年（1930）8 月有人檢舉瀧口檢察官

與通譯吳阿禎收賄，爾後進行豫審。隔年 5 月，此案在臺南地

                                                

3 曾文亮，〈殖民地臺灣的辯護士社群與法律職業主義〉，收入李承機、

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頁 91-130。 

4 王泰升、曾文亮，《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臺北：台北律師公

會，2005）。 

5 許雪姬，〈日治時期台灣的通譯〉，《輔仁歷史學報》第 18期（2006年

12月，臺北），頁 1-44。 

6 吳俊瑩，《臺灣代書的歷史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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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院公開審理，為第一審，7臺南地方法院於 6 月 29 日宣判瀧

口等被告有罪。8瀧口等人上訴至第二審，高等法院覆審部宣判

瀧口無罪，而其他被告之刑責相較一審宣判結果有所減輕。檢

方不服覆審部判決，上訴至第三審，由高等法院上告部審理。9

上告部於昭和七年（1932）2 月 10 日公開審理，至 3 月 12 日宣

判，最終維持一審的宣判結果：瀧口與其他被告皆有罪，瀧口

本人被處以懲役和罰金，須入監服刑。10
 

一、日治時期臺灣人對檢察官的觀感 

從清代到日治時期，司法制度由傳統中國法制轉變為近代

西方司法制度。對臺灣民眾而言，當中最大的轉變為檢察官在

司法運作中出現。相較於近代有檢察官的司法制度，中國傳統

的司法審判態度源自君父權的統治關係：皇帝如百姓的父親，

派任各地的官員為皇帝的代理人——「父母官」，百姓須如服從

父母般服從地方官。官員受理各種案件紛爭時，審判過程中為

                                                

7 〈現職檢察官受賄案 被告者共三十八名 將在臺南開庭公判〉，《臺

灣新民報》第 365號，1931年 5月 23日，第 12版。 

8〈瀧口收賄案的求刑 收賄與仲介者求懲役 贈賄者一律求罰金刑〉，

《臺灣新民報》第 368號，1931年 6月 13日，第 4版。 

9〈元檢察官及書記 瀧口吳阿禎收賄案 控訴審的公判開廷 事實審理

繼續六日〉，《臺灣新民報》第 383 號，1931 年 9 月 26 日，第 9 版；

〈司法界的收賄案判決 瀧口被判無罪 檢察不服控訴〉，《臺灣新民

報》第 388號，1931年 10月 31日，第 4版。 

10〈瀧口吳等上告公判二月十日開廷〉，《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0140

號，1931年 1月 17日，第 4版；〈瀧口受賄案 終審判決懲役 民眾疑

團始釋〉，《臺灣新民報》第 407號，1931年 3月 19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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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事實，可能出現刑訊、喝斥、誘供等手段。以近代西方司

法體制來看，中國傳統司法制度下，官員兼任法官、檢察官、

警察局長等多重身分，法庭上也僅有官員與被告者、證人在

場，被告沒有律師般的法律顧問能當庭提供協助。當時能夠比

擬現代律師者為訟師，不過訟師被當時官府所壓制，並且無法

在法庭上進行辯護，只能協助撰寫訴狀。11這種司法形象不僅在

傳統中國出現，日本幕府時期也有類似的場景，可以說是傳統

東亞的法治形象。 

考慮到日治臺灣正處在兩種法律制度與文化的交接期。在

瀧口民三案的報導中，檢察官代表的原告身分也相當重要。本

文希望透過瀧口民三案的報導，探討參與案件的檢察官形象，

同時探討 1920 至 30 年代臺灣人對檢察官的觀感，觀察臺灣人

如何看待日本引進的的新式司法。 

（一）檢察官制度在臺灣 

1896 年 4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頒布的「臺灣總督府法院條

例」，在法院的組織法中設置檢察官（日本國內稱檢事）一

職，並由判官負責審判。原先檢察官配置於各法院，自 1898 年

後，改設檢察局，由檢察官長指揮監督檢查局各項事務，直屬

臺灣總督府法務課。 

檢察官的資格，大多與日本內地的檢事相同，自 1899 年

起，須具備日本國內「裁判所構成法」訂定的判事或檢事資

格，即須通過日本司法官相關的國家考試並且經過實習，才有

                                                

11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40、49、71。本文第二節亦有關於訟

師角色的詳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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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任職。此考試規則幾經變動，例如 1908 年前實習的時間為

3 年，而後變更為 1 年半。而且，自 1923 年起此考試與辯護士

考試合併，稱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另外，1923 年前帝國大學

法科畢業生不需經過考試，即可直接實習。12
 

在殖民地臺灣，由於情況特殊，得由不具前述資格者代行

檢察官職務。如 1896 年起，允許警部長或警部暫行地方法院檢

察官職務。1904 年到 1911 年間，仍有法院書記官或警部代行地

方法院檢察官職務之事。至 1927 年司法制度改革，仍保留警視

或警部於地方法院處理單獨部案件時，得代行檢察官職務的規

定，但實際上鮮少發生。13
 

日本殖民政府雖引進檢察官制度，實際上一般百姓很少有

機會接觸到此一新興制度。原因在於，社會上常出現罪刑較輕

的犯罪事件，如賭博罪，是依據「犯罪即決例」，由高階警察

官立即懲處，不會進入法院訴訟的過程，自然沒有與檢察官接

觸的機會。「犯罪即決」源自日本明治初期建立近代司法制度

時，借鏡法國刑法制度，將犯罪分為重罪、輕罪與違警罪。其

中，違警罪的刑罰以拘留或小額罰金為主刑，同時為了達到迅

速撲滅犯罪與節省司法成本的目的，以「違警罪即決例」讓警

察署長得以自行調查證據並直接宣判；不服警察署長判決者，

可以請求法院進行正式的司法審判。殖民地臺灣沿襲殖民母國

此項制度。另一方面，清代傳統中國司法制度中，地方縣、廳

官可直接處輕罪犯人笞杖之刑罰，是故到了日治時期，一般臺

                                                

12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25。 

13 單獨部案件是民刑事第一審及刑事預審的裁判單位，由一位法官單獨受

理審判。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199-2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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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對地方高階警察官行使犯罪即決權，並不會感到陌生。殖

民政府以「順應民情」為由，使檢警持有即決的權力，實際上

則是為了樹立統治威信與便宜行事。14
 

（二）瀧口民三收賄事件中的檢察官 

在瀧口民三收賄事件中，檢察官又是以何種形象出現？首

先，《臺灣新民報》中就有兩個鮮明不同的檢察官形象：收賄

的瀧口民三檢察官；於本案擔任原告起訴瀧口的石橋省吾與伊

藤兼吉檢察官。前者很明顯為劣質的司法官員，利用職務之便

行不法之事；後者基於職責，領導案件的調查和起訴。實際

上，在調查和起訴的過程中，臺灣檢察官制度與近代西方司法

制度有所差距，反而更接近傳統東亞的司法形象。從一般法院

位置的安排，可觀察到法官與檢察官併席於上方，而被告與辯

護士則在下方，顯然是傳統官尊民卑的思維。檢察官身為原

告，但由其為司法官，地位仍然高於被告的民眾。再者，法官

與檢察官並肩而坐，暗示其關係密切，也象徵審檢不分隸，如

同傳統東亞司法制度中，行政官兼任法官與檢察官。15另一方

面，我們可以觀察《臺灣新民報》中伊藤檢察官在第三審時對

於二審判決無罪的不服論述： 

次由伊藤檢察官起述上告理由，劈頭指摘在控訴審的公

判理由書裡頭，以瀧口與吳阿禎全無共謀關係，故此判

決瀧口為無罪，然此實屬誤認云云。於是根據豫審調

書，總括的，或個別的舉出瀧口與吳阿禎商量受賄的證

                                                

14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13-214、265。 

15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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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詳細說明他們明白有共犯的事實。次再指出上告趣

旨書所載的數個事實，斷定瀧口及吳阿禎兩人在豫審廷

供述的才是事實，而他們在公判廷的供述雖全部推翻了

在豫審廷的自白，此係出自虛言云云。16
 

從上述報導中可以看到伊藤檢察官在其負責的審判程序中，控

訴瀧口與吳兩位被告的根據，是以預審時的供述為主，對於預

審自白是否可靠，以及被告是否可提出其他證據佐證其無罪等

皆不重視。甚至，伊藤檢察官直接否定他們在之前審判過程中

的論述。檢察官仰賴的預審口供究竟為何物，我們可以從另一

篇報導中看出端倪： 

瀧口就關王木星等的事件，出張恆春後，對本職說，極

罵倒當時之主任檢察官，即將該事件自己引繼審理，而

要求置於豫審。其後豫審中受被告王木星等依賴之檢察

官，竟然有向豫審判官運動保釋的事實發生。凡是檢察

官對于起訴的事件，常要以確信對之。可是被告自己將

該事件起訴，而再運動犯人的保釋，這是語言所不能形

容的啊！17
 

當時的刑事訴訟程序，先是由檢察官調查與起訴，交付法官公

開審理前，須先預審。在預審程序中，有法官的參與，看似審

檢分隸，但事實上預審中，法官就各項罪刑，依職權不公開地

蒐集證據與審訊被告，以補足檢察官對案情調查的缺漏。也就

                                                

16 〈瀧口前檢察官的受賄事件開上告審〉，《臺灣新民報》第 402 號，

1932年 2月 13日，第 5版。 

17 〈司法界空前大醜事 瀧口阿禎收賄案〉，《臺灣新民報》第 368 號，

1931年 6月 13日，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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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預審法官掛著法官之名，行檢察官之實。預審制度實際

上破壞了審檢分隸的精神。18
  

另一方面，則是可以看到瀧口藉由職務之便，讓被告涉嫌

的案件歸入自己轄下進行調查與預審，再向預審法官申請保

釋，讓被告得以免受牢獄之災。檢察官對於案件的調查及在預

審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被告希望透過瀧口的檢察官身分使

其重獲自由；瀧口則利用被告不希望被起訴審判的心態，透過

通譯吳阿禎向被告暗示或明示自己可利用職務權力，使其免受

司法審判程序折磨，進而索取贈賄。 

儘管檢察官的起訴過程違反近代西方司法體制精神，但在

本案中，以《臺灣新民報》為代表，受過近代西方教育，甚至

是專攻法律專業的臺灣知識分子，如林呈祿（1886-1968）等

人，對此毫無反對意見。原因可能在於被起訴之被告為收賄檢

察官與通譯，社會大眾特別是臺灣人希望將其繩之以法，並用

嚴刑峻法嚇阻下一位收賄官員出現。社會大眾對於檢察官的期

望與傳統中國式法官聯想為一體，冀求其能為民伸張正義，打

擊犯罪。 

上述對於檢察官的描述是媒體的第三者觀察立場，另一方

面，藉由辯護士（律師）面對檢察官的角度以及利用法律專業

知識發表的評論，可觀察檢察官的形象是否如同媒體所描述。

此處以日本辯護士杉本榮次於《臺法月報》的投書為例。杉本

抨擊法官在審理刑事案件時常常大聲喝斥被告，與幕府時期拷

問犯人如出一轍。此外，杉本認為，受到幕府時代拷問犯人的

陋習影響最深的司法人員為警察官，其次依序為檢察官、預審

                                                

18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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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公審法官。他指出，檢察官執著於挖掘真相與犯罪證

據，而以拷問乃至糾問的手段偵辦案件，深怕證人與被告不吐

實。但是，此做法會造成反效果，法官會被偽造的證詞蒙蔽，

因而做出錯誤的審判，造成百姓對司法的不信任，更使得法院

成為犯罪釀造所。19杉本辯護士的評論與《臺灣新民報》描述的

檢察官形象大同小異，皆帶有濃厚傳統東亞法治色彩──為了得

到真相，不惜動刑拷問。 

（三）法庭外的檢察官 

從瀧口檢察官收賄事件的司法審判，可以觀察到當時檢察

官在法庭中調查與起訴案件的過程。但檢察官不僅在法庭上擔

任刑事訴訟的原告，更在社會中代表政府的公權力。以下透過

日治時期臺灣仕紳的日記，觀察檢察官在日常所扮演的角色與

形象。首先考察張麗俊（1868-1941）《水竹居主人日記》中的

記述： 

戊辰年（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 

元八月十七日 今九月三十日 

是日，郡役所樓上檢察〔官〕來問一案小而奇，係去十

三夜巡查出飲五錢冰，著私服不取冰錢，賣冰者向討，

適林炳崧至代還，對賣冰者言彼是警官，宜會失禮，20

以致多人集觀。巡查自知失体，到醉華樓通電話與當值

巡查，遂來將賣冰者打且束入警察課再打，然後放出以

                                                

19 杉本榮次，〈險惡な面相は判事無資格者〉（惡臉相對的人沒資格當法

官），《臺法月報》第 17卷 6號（1923，臺北），頁 54-56。 

20 閩南語道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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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其憤。不知此風如何吹入台中檢察官之耳，故今日來

傳前夜有牽連者，面問多人之証。豈料檢察官亦左袒，

並將五、六人帶回刑務所，聞欲以騷擾罪處理云。吁！

地方官吏如此非為，使人何以感心耶。21
 

文中稱呼檢察官為地方官吏，顯示如傳統仕紳張麗俊，對於檢

察官這種近代化司法體制下的產物，仍然以傳統中國地方治理

中行政與司法不分的地方官吏來理解。另一篇日記內容則關於

時人運用法律資源以及檢察官在司法制度中的職責： 

癸亥年（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 

舊八月十七日 新九月廿七日   

晴天，往仝上巡視。午后在家。入夜，仝世垣往相煌家

相商前日連名向法院告訢〔訴〕張文普，因文普於大正

元年為南昌公司支配人，虧損本金六千餘円，至大正十

一年三月間，相煌迫我向文普取帳簿結算，間多未清，

但被他欠債項貳千五百餘円，歸我與相煌二人承領。嗣

對債主迫討，多被文普沒收，故相煌去年七月間向檢察

官告文普刑事。文普被郡役所留置一星期，迨檢察官再

召問，不知何故，久後稱不起訢〔訴〕，相煌心甚不

悅，故前日要我連名，又向法院請求損害賠償，文普遂

請辯護士鄭松筠辨〔辦〕理此件，故松筠託人來通知欲

                                                

21 張麗俊，許雪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1928 年 9 月 30

日 ， 中 央 研 究 院 臺 灣 史 研 究 所 臺 灣 日 記 知 識 庫 ，http:// 

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記/1928-09-30（2017 年 5 月 24 日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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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旋和解云，坐談至十一時歸寢。22
 

在這裡可以看到當時臺灣人之間的財務衝突，已慣於利用近代

西方司法制度排解。而檢察官擔任原告控訴刑事案件的偵辦

者，透過調查蒐證判斷是否起訴，進入司法審判階段。這裡的

檢察官形象和我們現代的檢察官形象大同小異。 

此外，檢察官卸任後的出路與發展也值得討論，此處以

《黃旺成先生日記》進行觀察： 

大正十年（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日曜 

〔家〕步行往訪土屋檢察官長，知其將要下野開業辯護

士。23
 

土屋檢察官長為土屋達太郎，在臺灣殖民地司法體系任職多

年，歷任臺北地方法院判官、覆審法院判官、臺中地方法院檢

察局檢察官長等職位。24從引文中可觀察到下野的檢察官轉任辯

護士，顯示作為辯護士應有利可圖。在臺灣辯護士社群中，有

在臺檢察官經歷的辯護士相較於臺灣人辯護士，儘管有語言上

的劣勢，但是前者與官方關係良好的優勢是後者無法超越的，

臺灣仕紳因此偏愛雇用這些辯護士為其處理司法問題。此種辯

護士的在地經驗亦讓日本國內來臺開業的辯護士無法匹敵。 

                                                

22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23年 9月 27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 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記

/1923-09-27（2017年 6月 24日檢索）。 

23 黃旺成，許雪姬編著，《黃旺成先生日記》，1921年 5月 15日，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黃旺成

先生日記/1921-05-15（2017年 6月 29日檢索）。 

24  中 央 研 究 院 臺 灣 史 研 究 所 總 督 府 職 員 錄 系 統 ，

http://who.ith.sinica.edu.tw/s2a.action（2017年 6月 8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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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三篇日記的內容來看，雖然一般大眾和檢察官少有

接觸，但地方有力人士與檢察官打交道卻是稀鬆平常。檢察官

除象徵司法公權力外，也象徵殖民政府的統治權威，甚至有時

檢察官維護統治權威勝於維護司法公權力的公正。如第一篇

《水竹居主人日記》的案例，檢察官與警察官聯手壓制百姓，

雖維護日人統治威權，卻傷害司法公正性。另一方面，檢察官

對於承辦案件的影響力相當大，使用手段十分粗暴，例如承辦

此案的上瀧檢察官直接拘留涉嫌通姦的林月波，卻讓林獻堂等

人心急如焚，想盡辦法營救。此外不少檢察官退休後轉任辯護

士，繼續在司法界發揮影響力，也是政府力量得以介入辯護士

社群的原因之一。 

二、日治時期臺灣人對辯護士（律師）的觀感 

辯護士是近代西方司法體系中的新興職業，提供法律專

業，為一般人民在司法訴訟中保障與爭取權益，也在訴訟外提

供法律知識服務，例如協助雇主達成法庭外和解、訂定契約書

與交涉等事。本文希望透過臺灣人對於辯護士的觀感，觀察臺

灣人如何利用與認識日本殖民政府建立的近代司法體系。此

外，筆者也希望討論臺灣人如何進入這個職業團體。 

（一）辯護士制度在臺灣 

1896 年，總督府頒布「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引進近代

法院制度，辯護士也隨之引進臺灣。辯護士受當事人委託，在

法庭上作為民、刑事訴訟的代理人或辯護人，提供法律專業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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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25雖然辯護士是由日本殖民政府引入臺灣的新興職業，但在

清代司法體系中即有代理人的設計，因此臺人對此行業並不陌

生。不過，清朝時期訴訟時可以請代理人出庭受審者，僅限於

老人、婦女、官員，且代理人常由家人或管家出任，並不具法

律專業知識。此外，也有協助一般百姓處理訴訟事務，類似辯

護士角色的訟師；或是受到地方官員特許，幫人代寫訴狀的代

書人。26然而，訟師與辯護士仍有差異。訟師在清領時期，由於

君父權的統治關係，被官員視為挑撥民眾並從中獲利的惡人。

相對於此，辯護士則是受到總督府官方認可的職業，被稱為

「在野法曹」，意即在野的司法官。除官方對兩者的態度不同

外，臺人進行社會運動被起訴時（如治警事件），辯護士為臺

灣知識分子辯護，與代表總督府的檢察官針鋒相對，塑造保護

民權的形象。27
 

訟師與辯護士另一不同之處在於職業活動是否受到法律規

範。訟師無法像辯護士在法庭上替委託者辯護，僅能以自身經

驗和人際關係，為委託者處理訴訟案件。因此，一般百姓聘用

訟師時，主要考量訟師與官員之間的關係是否緊密，並期望透

過訟師「打點」官員，以賄賂官員的方式得到有利的結果。此

傳統也影響往後臺灣人聘請辯護士的考量。28
 

在資格上，辯護士如同檢察官一樣，依據 1900 年頒布的

                                                

25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31。 

26 小林里平，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清代臺灣司法制度〉，《臺灣慣

習記事（中譯本）》第三卷上第三號（臺中，1988），頁 116。 

27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32。 

28 謝佑平，〈中國古代「辯護士」、「訟師」與現代職業律師的差異〉，

《法令月刊》第 53卷第 6期（臺北，2002），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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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辯護士規則」，沿用日本辯護士法，要求在臺的辯護士

須經過辯護士考試。在這之前，由於最初只有少數辯護士來臺

開業，總督府在 1898 年制定訴訟代人規則，允許不具辯護士資

格但經總督府核可通過者從事訴訟代理業務。1901 年，總督府

另外制定訴訟代人轉任辯護士規則，但由於並無正式辯護士資

格，僅能在臺灣總督府法院管轄範圍執業。29
 

在族群背景上，相較於臺人在司法官（如檢察官）的任職

受限，擔任辯護士的臺人不算少數，在 1935 年的調查中，在臺

灣執業的臺灣人辯護士有 32 位。30且在 1928 年臺北帝大創立之

前，其受教育養成全在日本國內，與日人辯護士無異。臺人在

辯護士社群佔有一席之地，對於臺人的人權保障，特別是在社

會運動時擔任捍衛者與領頭羊的角色，如上述治警事件辯護士

替臺人被告辯護。31
 

除討論辯護士制度的發展外，我們可以藉由臺北辯護士

會，觀察臺灣的辯護士社群發展。選擇臺北辯護士會為例，一

方面在於其豐富的史料以及先行研究，再者，臺北作為日治時

期的政治中心，在辯護士社群的發展上較臺灣其他地區更為悠

久，也較具影響力。前述訴訟代人制度存在的時間不長（1898-

1901），但在臺灣近代司法制度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臺灣

最早的「律師」即由此而生。根據《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

史》中的數據來看，登記執業的訴訟代人，大約有十分之七是

透過總督府的訴訟代人檢定取得資格。這些訴訟代人僅有極少

                                                

29 曾文亮，〈殖民地臺灣的辯護士社群與法律職業主義〉，頁 98-99。 

30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修訂版）》，頁 183。 

31 曾文亮，〈殖民地臺灣的辯護士社群與法律職業主義〉，頁 1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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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畢業於帝國大學法科，超過七成畢業於私立大學法科，顯示

大多數的訴訟代人都是法科畢業，具有一定的法律學識涵養。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當時帝國大學畢業生不必考試即可

接受司法官實習，擔任司法官較私校畢業生具優勢，因而私校

學生大多擔任辯護士，來臺擔任訴訟代人者亦多為私校法科畢

業生。32 

「臺灣辯護士規則」主要沿用日本國內的「辯護士法」，

根據日本辯護士法，辯護士應透過地方法院檢察局向司法大臣

提出並登記於辯護士名簿上，在臺灣則是向臺灣總督提出，並

向地方法院檢察局辦理登記。除此之外，辯護士還需加入辯護

士會才可以執行業務。辯護士會受到當地地方法院檢察局檢察

官長的監督，例如辯護士會的幹部組成、選舉結果與各種開會

的結論，都需向檢察官長報告，必要時檢察官長得出席辯護士

會的會議。辯護士會看似凝聚整個辯護士團體，實際上卻淪為

政府控制的工具，使辯護士受到政府束縛，無法真正成為人民

抵抗公權力與保障人權的後盾。33 

訴訟代人轉任辯護士的規則頒布以後，臺北辯護士會即分

裂成兩派，一派是本來就具有辯護士身分的辯護士，另外一派

則是由訴訟代人轉任者，兩派之間常有對立競爭的情形發生。

隨著訴訟代人制度的消失與辯護士制度在臺確立，加入辯護士

會的辯護士，少有自訴訟代人轉任者，故在辯護士會中的對立

逐漸轉型成日臺辯護士的競爭。不論如何，辯護士會的會長皆

由日本人辯護士擔任，其中又以在臺擔任過法官或檢察官的日

                                                

32 王泰升、曾文亮，《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頁 12-14。 

33 王泰升、曾文亮，《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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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辯護士為主。例如為瀧口檢察官辯護的安保忠毅辯護士，其

從大正十五年至昭和十一年（1926-1936）擔任臺北辯護士會的

會長，長達十年之久。安保忠毅擔任辯護士前，曾任臺北地方

法院以及覆審法院的法官。從辯護士會會長的經歷來看，辯護

士和法官、檢察官之間「官尊民卑」的現象，不僅展現在法庭

上，連辯護士社群內也有相同情形：帝大畢業與擔任過司法官

的辯護士壟斷辯護士社群的領導權，大多數私校畢業的辯護士

僅能被領導。34此象徵著辯護士與其對手檢察官在立足點上並不

平等，某種程度上限縮辯護士為其委託人辯護的空間。 

（二）瀧口事件中辯護士的形象 

瀧口事件關於辯護士方面的論述，可見於《臺灣新民報》

與《臺灣日日新報》兩份報紙的報導，其中顯示當時替瀧口檢

察官與通譯吳阿禎辯護的辯護士在臺灣人眼中的形象： 

石橋檢察官長辛辣論告，瀧口事件公判，午前既終午後

一時半再開。二十數名辯護士，交起辯論，協議結果，

第一線臺北岡野辯護士，約半時間，作無罪論，次安保

辯護士，自二時至五時半，大揮熱辯主張無罪。俱稱為

星一阿片事件以來之本島司法界可特筆大辯論，被告

人、傍聽人等，緊張傾聽。 

安保辯護士：「瀧口為一特異性格者，石橋檢察官亦認

定之。……若果如檢察官所云，及余所見之精神異狀，

則須照刑法第三十八條，當然無罪。而檢察官則照收賄

罪法定刑，求刑三年以上之懲役，其即檢察官之矛盾

                                                

34 王泰升、曾文亮，《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頁 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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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且阿禎在公判廷之供述全然否認，何以豫審及

檢察廷，供言共犯關係。即如吳在公判廷所述，若與瀧

口一齊連結，即信自己必無罪。本事件乃司法界空前不

祥事件，余亦望其徹底的廓清，然使一人含冤實為不

忍，乞公明判決。」35
 

由此可見安保辯護士極力替瀧口檢察官辯護，其論述主張主要

有二：一為瀧口乃一精神異常者，故瀧口自然無罪；二為吳阿

禎在法庭審判時的供述與預審和在檢察庭的口供差距甚大，故

檢察官在調查案件時所取得的證詞可信度令人懷疑。透過第二

點論述，可以觀察到安保辯護士藉由質疑檢察官取得供詞的手

法，主張不可用吳阿禎認罪的供詞來定瀧口的罪。某方面來

說，此說法即抨擊前述檢察官以糾問或拷問的方式調查案件。 

瀧口雇用的辯護士即使論述有其道理，但由於大眾對瀧口

已有成見，對於這些辯護士自然沒有好印象。如《臺灣新民

報》的一篇社論，認為社會大眾皆已見到罪證確鑿的證據，且

本案為日本司法界的大醜事，理應將瀧口與吳阿禎繩之以法。

辯護士仍替瀧口與吳阿禎辯護，其論述都是詭辯之詞，如同為

虎作倀，為了利益而不顧世間正義，違背辯護士的職業操守與

良心，更危害辯護士一職的名聲。36
 

在瀧口案中的辯護士形象，不同於《臺灣新民報》中眾多

                                                

35〈互三時間半 主張瀧口無罪 安保辯護士之熱辯〉，《臺灣日日新報》

第 11189號，1931年 6月 7日，第 4版。 

36 〈檢察官收賄事件の 法廷辯論は詭辯 ◇…世間自ら定論あり ◇…

三百代言式は不可〉（檢察官收賄事件法庭辯論為詭辯 世間自有定論 

辯護士無法辯護），《臺灣新民報》第 368 號，1931 年 6 月 13 日，第

12版。 



 

98 涂 欣 凱 史繹 第四十期 

辯護士人權保衛者的形象。如在一篇題為〈因被毆打負傷 受

診斷告訴巡查 被探知再受拘留 辯護士講究對策〉的報導

中，敘述一位男子被巡查濫用「違警令」治罪，遭到毒打，因

而委託辯護士向巡查提起告訴： 

對此，高橋、白兩辯護士非常憤慨，以為是人權蹂躪的

極點，同十日以配達證明送給正式裁判書于陳氏，要求

正式裁判。一面又將這個問題的經過，提出于辯護士會

為研究問題，講究後來的對策云。37
 

由此可見，辯護士以捍衛人民權利的形象出現在《臺灣新民

報》報導當中。瀧口案中的辯護士形象，實為特例。此案例反

映《新民報》以其特定立場，對其認定「不正義」的賄賂者給

予道德批判。岡野及安保兩辯護士為當事人辯護，乃是辯護士

之職責。 

（三）辯護士在法庭外的形象 

辯護士除在法庭上替委託人辯護外，也在法庭外運用其法

律專業代表委託人處理各種民刑事糾紛。有些辯護士甚至為法

律知識普及運動貢獻一己之力，回饋社會。透過辯護士對法庭

外法律糾紛的處理，以及在社會上的付出，可以更進一步窺探

當時臺灣人對辯護士的觀感。 

在蔡伯汾告其妻林月波通姦的司法糾紛中，可以看到林獻

堂為了盡快解決糾紛，決定委託當時臺灣辯護士圈中鼎鼎有名

的安保忠毅辯護士。安保忠毅之所以在臺灣社會具有如此高的

                                                

37 〈因被毆打負傷 受診斷告訴巡查 被探知再受拘留 辯護士講究對

策〉，《臺灣新民報》第 390號，1931年 11月 14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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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聲，在於他在擔任辯護士前，曾為臺北地方法院判官，與官

方關係良好。因此，如林獻堂等臺灣仕紳，在面對司法問題需

要聘請辯護士時，首先不是找如蔡式穀（1884-1951）、鄭松筠

（1891-1968）等臺灣人辯護士，而是找與官方有良好關係、具

有司法官背景的日本人辯護士。除安保忠毅外，上文曾提及的

土屋辯護士，曾任職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局檢察官。但是，即使

聘請與統治當局關係良好的名律師，有時也無法完成委託人的

託付。例如在本案中，林獻堂家族聘請了安保、土屋、蔡式穀

三位辯護士，最後仍然被迫接受檢察官的提議，以離婚收場。 

辯護士除受委託人之聘用為其辯護外，在臺灣士紳的生活

中，辯護士特別在財務方面提供民法的專業知識。例如，前文

所述張麗俊與張相煌、張文普之間的財務糾紛中，可以發現當

時臺灣人對於近代西方司法對於財產方面的保障已有一定了

解。即使不走訴訟的方式，改採私下和解，張文普也請鄭松筠

辯護士居中提供法律協助，而非雙方自己談判解決，以防日後

再有糾紛。 

此外，有一些臺灣人辯護士，隨著 1920 年代臺灣社會運動

開展，希望利用其專業對社會有所貢獻，如二林事件公判時，

蔡式穀、鄭松筠參與一審辯護士團。38此外，顯現在法律知識普

及運動上，如在《臺灣民報》上有鄭松筠主筆的「法律顧問」

專欄，解答投書民眾關於法律的疑難雜症。投書民眾會以切身

相關的問題為主，如上述債務方面的司法糾紛，以第一號一位

筆名張上的投書為例： 

【問】鄙人三年前借給陳某二千圓，本年二月到限。可是

                                                

38 曾文亮，〈殖民地臺灣的辯護士社群與法律職業主義〉，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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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某心起不良，不但無意清還，旦將其財產隱匿起來，想

要變做別人的名義。後日設使打到官司，我來勝他，那個

時候那裡來有這許多的家財可押。請先生指點我的抵制方

式，使我免吃著他的虧哩？ 

【答】你所問的案件，世上是常有的，所以法律亦有規

定，阻止這種隱匿財產的辦法。這就是叫做假差押啦！你

趕緊請法院給他假差押（抄封），以制機先。若有假差押

他也不能再作祟，等你起訴勝他時，就可以請官裡給他公

賣財產來還你了。39
 

鄭松筠建議他向法院提起查封，如此陳某就不能轉移財產，等

到官司結束後，可以請法院拍賣他的財產來償還積欠的債務。 

三、服務於司法體系的通譯 

通譯一詞為日文口譯者的意思，通譯作為不同語言社群溝

通的橋樑，臺灣的住民們對於此一職位相當熟悉，不論是擔任

通譯或是與通譯接觸。臺灣長期被外來統治政權統治，自從荷

蘭東印度公司在南臺灣建立據點開始，為了建立與當地的原住

民、漢人、日本人的統治與商貿關係，即需要通譯作為溝通的

橋樑。在清代也有通曉熟番語言的通事作為溝通與統治的管

道，在衙門裡面，由於中國傳統的迴避任官制度，導致來臺任

職的官員與百姓之間溝通上的困難，在訴訟上造成許多問題。40

因此，在審理訴訟時會有一位翻譯在場，建立官員與原告、被

                                                

39 〈法律顧問〉，《臺灣民報》第 1號，1923年 4月 15日，第 26版。 

40 許雪姬，〈日治時期台灣的通譯〉，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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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證人之間溝通的平臺。這位翻譯在官府裡隸屬於八房書吏

中的堂房。41在日治時期的司法制度裡，通譯亦是必備的人員，

也是臺灣人面對司法體系時首先接觸的人員之一。 

本節希望透過以瀧口民三檢察官收賄案當中涉案的吳阿禎

通譯、《新民報》的相關報導，以及當時臺灣社會領袖的日記

內容，討論司法體系中的通譯形象，觀察臺灣人如何面對日本

殖民政府建立的近代司法體系。再者，本文亦將探索殖民政府

是如何培養通譯來滿足其統治需求，以及日本司法人員如何與

通譯互動。 

（一）通譯的培養與組成 

領臺初期，日本殖民政府雖然早已對統治新領地的百姓需

要通譯作為溝通橋樑有所準備，卻發現這些通譯大多毫無用武

之地，原因在於這些通譯熟稔的是北京話（也就是當時清朝的

官話）與日語之間的轉換，而臺灣本地最主要的語言卻是臺語

（日人稱臺灣語）。42因而在統治初期，司法運作上需要兩位通

譯，一位是嫻熟日語與北京話的通譯（可能是來臺日人通

譯），把日文轉換成北京話，再透過另外一位通曉北京話與臺

語的通譯把北京話轉換為臺語（可能大多為原先清代在官府服

務的通譯），才能讓司法官與訴訟當事人或證人溝通。43在如此

窘境之下，為了能夠順利統治臺灣，培養一批流利轉換臺語與

                                                

41 鈴木宗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一

卷上第四號（臺中，1984），頁 108。 

42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

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頁 71-73。 

43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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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的新興通譯人才，變得相當迫切。於是在領臺隔年，也就

是 1896 年，總督府即在全島各地開辦國語傳習所（公學校的前

身），招募學生，以培養通譯人才，其中又以甲科的招生條件

和課程規劃最符合總督府的需求。其條件與安排為：15 到 30 歲

具備一定知識水平之士，課程教授國語（日語）與讀書寫作，

每年分成兩學期，修業半年通過考試審核者即可畢業。44除了國

語傳習所和公學校的教育，使殖民政府能夠利用的臺灣人通譯

人數增加之外，另一方面總督府也鼓勵日本官吏學習土語（也

就是臺語），除提供課程教育，如果通過考試合格，還有額外

津貼的實質鼓勵。例如與臺人生活最息息相關的日本巡查，到

了日治中後期，部分已習得一些臺語的運用，一般對話可不假

手通譯，甚至替不熟悉臺語的中高階官員翻譯。45
 

殖民政府的通譯，主要任職於需要和民眾大量接觸的單

位，例如在地方各廳的警務課與總務課，或是本文所聚焦的司

法體系，如各級地方法院、檢察局等。為了進一步觀察任職於

司法體系的通譯特性，這裡以任職於臺南地方法院和及該院檢

察局的通譯為例，透過《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00、1920、

1940 三個年度（代表日治前、中、晚期）的職員名單分析，觀

察任職於司法體系的通譯中，臺灣通譯與日本通譯的比例和總

數是否有變化。46
 

                                                

44 許佩賢，〈近代學校的嘗試〉，收入氏著，《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 28-30。 

45 許雪姬，〈日治時期台灣的通譯〉，頁 12。 

46 中 央 研 究 院 臺 灣 史 研 究 所 總 督 府 職 員 錄 系 統 ，

http://who.ith.sinica.edu.tw/s2a.action（2017年 6月 1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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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臺籍通譯

人 數 

日籍通譯

人 數 

法院通譯

人 數 

檢 察 局 

通譯人數 

通譯 

總數 
附註 

1900 3 3 6 5 6 
5名通譯同時兼任法院和檢

察局通譯。 

1920 1 6 4 3 7 

7名通譯皆無同時兼任法

院和檢察局通譯，但 1日

人通譯兼任書記。 

1940 3 5 6 2 8 

8名通譯皆無同時兼任法院

和檢察局，但2日人與1臺

人通譯兼任書記。 

 

從上表可知臺南地方法院與檢察局的通譯總人數逐漸增

加，日人通譯人數比臺人多。因此我們可以推測臺灣人在法院

與檢察官體系中接觸的通譯，可能大多是日本人通譯。造成這

些現象的原因可能在於：一、臺灣人民逐漸熟悉司法體系運

作，理解如何提起訴訟，保護自身權利，因而使用司法體系者

漸增，法院與檢察局需要增加通譯人數加以因應。二、臺灣人

民大多提出民事訴訟，例如財產或婚姻糾紛；再如本文第一節

所述，除重大刑事案件外，少有進入法院審理。檢察官也許在

調查案件時，不希望訊息透過通譯轉述造成失真，因此通譯需

求少；法官為了樹立國家威嚴，即使熟稔臺語，開庭時仍僅以

「國語」（日語）溝通。因此，法院的通譯需求會大於檢察

局，人數自然多於檢察局。47三、在法院與檢察局服務的日人通

譯比臺人多，此可能是殖民政府刻意選擇的結果。《臺法月

報》上曾有一篇時任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局的檢察官──上內恒

三郎的投書，內容訴求培養通曉臺灣語的專業日本人通譯，並

                                                

47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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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提高其待遇。否則，司法審判中常透過臺灣人通譯，就如同

把法官裁判權的一部份委託給臺灣人，有損司法裁判的威信。48
 

擔任司法通譯的臺人，由於任職司法體系，可接觸不少司

法官，並熟稔近代司法制度，加上通曉日語，他們往往向辯護

士圈發展。換言之，擔任通譯大多只是他們向社會上層攀爬的

契機，而非終生的職業。例如賴雨若（1878-1941），曾任職臺

南地方法院嘉義出張所與檢察局的通譯，後赴日就讀日本中央

大學法律系、明治大學法律高等研究科，並在 1923 年通過日本

文官高等考試，後回臺開業，成為臺南州第一位臺籍辯護士，

並獲當時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接見。49另一位類似的例

子為葉清耀（1880-1942），其曾任臺中廳東勢角公學校訓導，

後轉任臺北地方法院通譯，並留學日本明治大學法科，通過辯

護士考試。回臺開業後，在治警事件中擔任辯護士團一員，為

蔣渭水（1891-1931）等人辯護。50
 

（二）司法體系中通譯的社會形象 

上一節關注司法通譯的制度層面，接著探討《新民報》中

關於通譯的報導，藉此理解當時社會如何看待司法通譯。在這

                                                

48 上內恒三郎，〈臺灣語通譯官の養成と其待遇〉（臺灣語通譯官的養成

與其待遇），《臺法月報》第 6卷 7號（臺北，1912），頁 39-42。 

49 田健治郎，吳文星等編著，〈田健治郎日記〉，1923 年 4 月 7 日，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田健

治郎日記/1923-04-07（2017年 6月 19日檢索）。 

50 黃旺成，許雪姬編著，〈黃旺成先生日記/〉，1922 年 4 月 7 日，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黃旺成

先生日記/1922-04-07（2017年 6月 19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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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報導中，談論瀧口民三檢察官與通譯吳阿禎的收賄事件者，

占了全部報導的三分之一，可見本事件在當時受到相當大的矚

目。值得注意的是，上一節可見任職司法機構的通譯大多為日

本人，而在瀧口事件中，涉案的通譯是位臺灣人。在報導瀧口

與吳兩人的收賄行為時，可以觀察到通譯在司法體系中所扮演

的角色與形象： 

吳阿禎在檢察延〔庭〕為通譯的時候，無論是原告與被

告，只是大罵特罵不是，作種種的恐喝，以致被詢問

者，概如是老鼠見著貓一樣，恐慌異常，有的甚至放聲

大哭。 

在此時候，被詢問者大起驚惶，就置話頭說：「你們若

不是聽檢察官的話，就甚麼有罪，甚麼要拘留，請考慮

一週間或二週間（是時舉手，伸出一指），若再考慮不

出，那就照法辦理無疑。」這樣的表示，無論是要被詢

問者提供金錢的了。 

而且金錢提供以後，關于此後的詢問，檢察官與通譯，

便和前大不相同，和氣靄靄，照順序審問，故事件的真

相，就得全部陳述。51
 

首先可觀察到吳阿禎利用通譯一職，趁機勒索不懂日語、不諳

近代司法體制的臺人。實際上，僅以通譯一人之力不能把整個

案件「喬」好，必須與負責偵辦案件的檢察官合作，藉由其權

威恐嚇被害人。換言之，不良通譯往往狐假虎威。此外，關於

通譯藉職務之便欺壓當事人的例子，還可以透過另外一篇投書

                                                

51 〈元檢察官及通譯 受賄事件公判 被告人暴露通譯罪狀 瀧口吳阿禎

均反口供〉，《臺灣新民報》第 367號，1931年 6月 6日，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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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佐證此一現象不是單一事件： 

彰化郡司法係〔按：應該是指警察課〕的通譯某，每當

審問案件的時候，不分好呆〔歹〕，總是厲聲惡色，肆

意辱罵，甚而毆打未免野蠻之極，希望在上位者監督要

緊。52
 

這篇署名〈被欺者〉的投書很詳實地描繪出通譯藉由其職位，

對一般百姓極盡欺壓之事，觀感甚差。「希望在上位者監督要

緊」一語，透露投書者認為通譯的不良行為是其自身的個人問

題，並無欲藉由此事抨擊殖民政府的施政或失職的傾向。除

《新民報》的報導外，在《臺法月報》中也有類似的討論，長

期擔任通譯的東方孝義53也曾投書，認為服務於司法體系中的通

譯應該溫和中帶著威嚴，讓雙方的意思得以毫無障礙的溝通往

來。在儀態上，也要自我要求，保持莊重，如此才不會辜負該

職責代表的權威與威信。54透過這篇投書，可推測當時通譯的實

際行徑與「好通譯」有段距離，甚至是反其道而行。這一現象

正好與《新民報》報導抨擊的通譯惡行相互呼應。 

此外，透過《新民報》亦可觀察到通譯的另一種失職現象： 

                                                

52 〈不平鳴〉，《臺灣新民報》第 242號，1929年 1月 8日，第 9版。 

53 東方孝義長期任職通譯，除了編纂有關警察官通譯考科的考古題外，也

蒐集整理許多臺灣民俗文化有關的資料，著有《臺湾習俗》一書。楊承

淑，〈譯者與贊助人：從日治時期警察通譯試題中的對話見端倪〉，

《翻譯學研究集刊》第 17 輯（臺北，2014），頁 261-281；石婉舜，

〈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戲院、歌仔戲與殖民地的觀眾〉，收入李承機、

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頁 264。 

54 東方孝義，〈通譯の姿勢態度に就て〉（關於通譯的做法態度），《臺

法月報》第 18卷 12號（臺北，1924），頁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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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一天閉廷後的──新竹事件的辯護人們，莫不極口攻

擊法廷的通譯，不能夠給被告人們安心，被告人的陳

述，通譯常常把牠簡略。唉！將來會如何判決是別

〔的〕問題，這般靠不住的通譯，是不可不排斥的。以

後若得要求許可一個熟達國語的臺灣人，在場傍听才可

安心呀！55
 

文章一開頭提及的新竹事件，發生在昭和二年（1927）11 月 27

日。當日在新竹地區有文協主辦的政談演講，演講內容主要抨

擊新竹郡警察課的橫暴，因而遭到在場監視的警察官勒令中止

解散演講，民眾群情激憤，與警察官爆發衝突，並且演變成包

圍新竹郡役所，局勢緊張。最後，部分民眾被警方逮捕並由檢

察官起訴，進入法院審判。56透過報導，可以觀察到另一種司法

體系中通譯的負面形象：怠忽職守，或是語言能力不足，無法

完整表達被告者的論述，導致法官被蒙蔽，做出錯誤判決。但

是，會有如此「靠不住」的通譯，可能是因為通譯揣摩殖民政

府「期望的」司法審判的走向，或是殖民政府希望干預審判結

果，卻又不希望直接影響法官的審判，故選擇從較不顯眼、但

在審判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通譯下手。 

除政府司法機構的通譯產生的種種弊病外，辯護士們聘用

的事務員同業也產生不少問題。早期在臺執業的辯護士，只有

日人辯護士，語言溝通不便，故須仰賴事務員居中協調與接

洽。辯護士自身主持事務所外，還會在執業範圍的其他地方開

                                                

55 〈靠不住的通譯〉，《臺灣新民報》第 230號，1928年 6月 17日，第 2

版。 

56 〈新竹事件的公判〉，《臺灣新民報》第 230號，1928年 6月 17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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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出張所」，聘用事務員在當地接洽案件進而多獲得案件來

營生。57事務員產生的問題可以透過以下幾篇《新民報》的內容

呈現： 

前臺南市內某辯護士於去年末任法院判官的時候，有被

依賴的事件二十餘件，讓渡樋口辯護士辦理。然而經樋

口辯護士查看後，據說可以上訴者僅是五、六件，而不

能上訴者有七、八件，以外雖是上訴亦是一定敗訴的事

件云。……這若果然事實，是實值得注意的問題。亦可

曉得事務員做事的糊塗，就是於辯護士亦難免不無責任

了。 

聞說這種的弊病，都因內地人辯護士，對各項事件，多

由事務員接洽，或由事務員往外勸誘，雖無勝訴的把

握，只為收前謝金為目的，慫恿其契約就是。但是這樣

的缺點，既是一般的通弊，所以一般須要警戒，才不致

受其害所云。58
 

臺灣島內的辯護士事務員，常有藉其職務，種種弄其怪

腕，欺人暗於法律，無端平地生起風波，或榨取金錢的

事項，時有所聞。如在這回島內某被疑事件，人員因人

數頗多，現有尚在警察之手調查訊問中的。對此有多數

的自稱辯護士事務員的，歷訪各家庭，勸誘請辯護士，

就能夠保釋歸家。因此在父子兄弟之情分，不惜莫大的

金錢，給他為前金。但一旦支給依託辯護士的前金後，

                                                

57 王泰升、曾文亮，《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頁 89-91。 

58 〈臺南事務員濫收前金 一般需警戒〉，《臺灣新民報》第 271 號，

1929年 7月 28日，第 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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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務員也有將金錢詐取遁往他處的，有的由辯護士交

涉保釋也不濟於事。故這些父兄們在事後，皆如啞子吃

黃蓮，只徒呼負負，叫不出苦來。59
 

由上述報導，可以觀察到辯護士，特別是日人辯護士，由於無

法和一般百姓流利溝通，對當地社會亦不熟悉，需要聘請事務

員為其接洽案件，但部分事務員素行不良，進而引發金錢糾

紛。這些事務員為了獲取財富，趁人之危，欺騙不熟悉近代司

法運作的民眾，誘其聘請辯護士為自身或家人辯護，但實際上

這些案子即使辯護士出馬也無濟於事，甚至更可惡的是向委託

人收取金錢後捲款潛逃。報導中事務員的惡行惡狀令人聯想到

清治時期傳統中國司法的「訟棍」：官員認為訟師為了利益著

想，時常挑撥百姓爭訟，造成社會不安。 

實際上，辯護士們也知道出張所的事務員常有藉職務之便

上下其手，造成財務上的糾紛。在《臺法月報》上，可發現早

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由臺南辯護士會首先發難，討論關

於廢除辯護士出張所的議題，而臺北和臺中辯護士會隨之加入

討論。在討論中，辯護士們有的支持直接廢除出張所，但大多

數辯護士為了現實生計考量，並不支持，但認為應訂下制度管

理出張所轄下的事務員和通譯。最後，臺北辯護士會做出決

議：一、民事的訴狀和假處分等申請書，必須由辯護士署名並

捺印，防止事務員代筆發生糾紛。二、不得任用曾被處刑的事

務員。三、辯護士給予事務員和通譯一定金額的薪水，遏止其

勒索的風氣。而臨席會議的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局檢察官長松井

                                                

59 〈辯護士的事務員行詐 被害者叫苦〉，《臺灣新民報》第 385 號，

1931年 10月 10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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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郎，又提出辯護士聘用的事務員與通譯的履歷應造冊上繳至

檢察局，以供檢察局監督之用。60但是，從《新民報》在昭和年

間（1929、1931）仍然有關於事務員的財務糾紛報導來看，這

些決議真正實行的成效應該不彰。儘管有種種機制防範，此一

問題應尚未有效解決。 

結 語 

近代司法體制中建立檢察官制度是要保障司法的客觀性和

人民的權利。然而在臺灣，由殖民者建立的近代司法體制相當

程度弱化了檢察官保障民權的職責，強化了檢察官打擊犯罪的

權限，此表示當權者有機會利用檢察官制度打壓異己。檢察官

與警察官，一方面代表公權力懲處犯罪，另一方面則是政府管

控社會的管道。緣於檢察官職權的強化，以致出現如瀧口民三

這般濫用職權的檢察官。檢察官主導調查與偵辦案件的調查

時，常以恐嚇脅迫的方式逼問涉案人士。在制度上，由於預審

制度得以不公開偵查與審訊被告，更令檢察官有機會嚴加拷問

被告和證人。檢察官身為原告，本應與被告辯護士處於平等地

位，但以法庭上的設置來看，法官與檢察官並肩而坐，替被告

辯護的辯護士位居下處，顯示檢察官和法官「官」的身分，高

於辯護士「民」的身分，雙方實際上站在不平等的地位交鋒，

優勢自然偏向檢察官。 

日治時期的檢察官與近代司法制度中的檢察官原始立意相

                                                

60 〈辯護士出張所廢止問題〉，《臺法月報》第 3 卷 10 號（臺北，1909

年），頁 95-103；〈辯護士出張所廢止問題〉，《臺法月報》第 3卷 11

號（臺北，1909），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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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甚遠，其是殖民政府維護政權的打手之一。如《水竹居主人

日記》提及的案例，檢察官在面對警察官濫權逮捕民眾時，不

但不維護民權，反而是和警察官狼狽為奸，欺壓民眾，樹立殖

民政府威權，傷害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總督府引進辯護士制度作為臺灣近代司法體制的一環，其

設立目的，在於協助對於司法制度運作一無所知的普羅大眾，

避免在訴訟中產生過多的程序問題。日本政府雖然允許辯護士

執業，但又畏懼其存在危及政府統治，故有意壓制辯護士社群

的發展。例如政府掌控辯護士會，塑造辯護士不如司法官的社

會形象。這些方式沿用到臺灣，甚至因為臺灣殖民地的性質，

而有更嚴厲的傾向。 

1920、30 年代，臺灣赴日學習法律的知識分子漸增，由於殖

民政府刻意打壓臺人在司法官上的出路，故大多數臺人學成後回

臺擔任辯護士。因此在臺人眼中，辯護士具有相當崇高的社會地

位，而臺人辯護士也在民權運動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一

般民眾遭受警察官濫用「違警令」治罪、毆打後，委託辯護士為

其伸張正義，而辯護士也為了保障人權挺身而出，要求司法制度

對濫權的警察官進行審判。同時，臺人辯護士也和部分日本辯護

士合作，成為社會改革運動的中堅分子，謀求司法制度的革新。 

由於司法制度象徵政府的統治權力與威信，故服務於司法體

系中的通譯，除作為臺灣人與日本司法官溝通的橋樑外，也代表

司法制度公權力的一環。另一方面，司法單位中的通譯作為一種

職業，對臺灣人來說不失為一個攀升社會地位的好跳板。通譯服

務於司法單位，在工作之餘，對司法制度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對其往後朝法學專業知識鑽研有所幫助。任職於司法單位中的臺

灣通譯，即有日後前往日本留學就讀法律系，爾後通過辯護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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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回臺開業的例子。 

除在政府司法機構任職的通譯，在辯護士事務所擔任通譯者

多稱事務員。事務員透過與委託人的接洽取得案件謀生，其間金

錢往來十分密切，也因此常常會與委託人有財務糾紛。對需要法

律協助而聘用律師的民眾來說，不良事務員造成他們金錢損失；

而對於聘用這些不良事務員的辯護士來說，則造成名譽蒙羞。因

此，辯護士會對於事務所事務員的管理制度上曾有過相當熱烈的

討論。 

儘管日治時期建立的近代司法體制與傳統東亞的司法制度大

為不同，但在臺灣人眼中，仍有相似之處。再者，即使日本殖民

政府標榜引進近代司法體制，為臺灣近代化的開化者，但實際上

為了統治便利，仍然保留部分清治時期遺留的傳統中國統治方

式，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時期亦持續沿襲此一傳統。因此，司法

體制的近代化實際上混雜著傳統性質，而此傳統性質是有利於統

治者的不良因素，導致大眾對司法體制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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